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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大年与中日史学交流

赵庆云

［摘 要］ 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，多次赴日进行学术访问和讲学，与不少日本史

家有深厚的学术交谊，改革开放后倾力推动中日史学交流砥砺，不仅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多元

取法与繁荣发展，也着眼于化解历史恩怨的现实关怀，进而为中日友好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他

对于中日史学交流有前驱先路之功，体现出非同寻常的眼光和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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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名 马 克 思 主 义 史 学 家 刘 大 年 ( 1915—

1999) ，长期在中国近代史这一新兴学科耕耘垦

殖，并参与组织并主导了诸多全国性的史学活

动，是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

者之一，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中居于关键

位置。他一生多次出访苏联、德国、日本、巴基

斯坦、南美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西班牙、葡萄

牙等国，留下 14 次出访日记［1］，其著作被译成

俄文、日文，学术影响远播海外。在出访过的国

家中，刘大年对日本情感尤为深切，数次赴日学

术访问和讲学，与不少日本史家结下深厚友谊，

在改革开放后着力推动中日史学交流互动，形成

双方互派学人访学、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等合作

机制，中日学术交流日趋兴盛。他与井上清等人

在 1960 年播下中日史学友谊的种子，经过几代传

承，结出累累硕果。

一、赴日学术访问与讲学

1963 年 11 月至 12 月间，刘大年作为中国学

术代表团成员应日中友协邀请赴日访问。张友渔

任团长，同行者还有侯外庐、夏鼐、游国恩等著

名学者。王玉璞先生认为，此次访日 “实际上是

很明显的政治目的”，“当时讲的主要是中国革命

的历史。那次去主要是为了宣传中国，宣传中国

的历史，宣传中国的国情”［2］。从刘大年留下的

相当详细的出访日记来看，确可见此次出访学术

与政治的紧密结合，尤侧重向日本学界介绍新中

国的学术状况与社会政治新气象。其具体行程难

以尽述，兹择其要者简述如下:

1963 年 12 月 2 日访问位于仙台的东北大学，

刘大年先后讲“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” “中国学

术研究的状况和问题”，主要介绍新中国史学成

就。12 月 4 日下午在东京大学讲演 “中国近代史

上的几个问题”。听众先约百余人，后增至 200

余人，礼堂满座。12 月 5 日上午至教育大学讲演

“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”，听众达 1200 人，

规模空前。

12 月 8 日上午出席日本东京学生中国问题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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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会举办的报告会，讲 “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中

的作用问题”，参加青年二三百人。12 月 11 日上

午在名古屋大学讲 “人民群众历史上的地位问

题”。12 月 12 日上午访问龙谷大学和同志社大

学，讲“现在的中国与日本”。12 月 13 日讲演 4

场。12 月 15 日讲演 3 场。听众 “热情洋溢，握

手应接不暇，红旗招展，照相欢呼”。12 月 16 日

下午人文科学研究所讲演，听众均为近代史学

者。12 月 17 日上午在大阪外国语大学讲 “中国

革命中的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”; 下午在大阪教

育会馆讲“历史教学问题”。12 月 18 日上午访问

关西大学，日方学者提出问题颇多，刘大年一一

作答; 晚上，在大阪日中友协积极分子会上讲演

“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斗争经验问题”。12 月 19

日在海员会馆讲演 “以阶级分析法认识抗日战

争”，鼓励 “日本历史的命运最后是由日本人民

自己掌握的”。12 月 21 日上午九点半访问广岛大

学，讲演“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民群众”。12 月 23

日至山口大学座谈，讨论社会主义国际分工、中

日关系等现实问题，其中 “国际分工” “阶级合

作”“和平过渡”“人口论”等问题颇为尖锐。24

日下午九州法学部座谈，除了讲中国近代史问

题，更多为中苏争论、对斯大林的看法、对中国

革命的态度等问题。12 月 26 日离日，日共中央

委员丰田四郎、三岛一等送行者百余人［1］181 － 207。

此次出访日程安排颇为紧凑，可谓满负荷运

转。由于近代史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

密切相关，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的刘大年备受

关注，也承担了更多讲演任务。其讲演主题主要

涵括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术问题、马克思主义史

学理论问题、中国革命理论问题，以及新中国社

会政治发展状况等。截至 12 月 26 日，他在日本

27 天，共作学术讲演 11 次、一般讲演 10 次、座

谈会 17 次。访问大学 ( 研究所) 19 所，访问机

关团 体 9 个， 专 题 座 谈 21 次， 专 题 讲 演 19

次［1］209。讲演与座谈常一日数场，如此高频次的

活动，大多数讲演座无虚席，也可见当时日本进

步史学界和青年学生对新中国之憧憬、对中国学

术代表团之热忱。刘大年自己感慨: “我们此行

上穷碧落下黄泉，目的是为中日人民的友谊。”

日共中央对此次访日予以肯定: “一、中国学术

报告有水平。过去日本学界对中国学界是看不起

的。这一次看法改变了。”其中具体提到刘大年

的近代史讲演。 “二、中国学者日程异常紧，毫

无怨色。为人民服务使日本学者深受感动。”中

国代表团认为，“这些评价带有鼓励、表扬之意，

但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，学术代表团在党的领导

下担负着一个战斗的任务，在这场战斗中应该认

为是打了一个胜仗。”代表团总结报告还建议:

一是增加中日学者之间来往。不少日本学界人士

都渴望来中国访问。二是加强资料交换工作。日

本学者普遍反映中国方面的资料很难看到，许多

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正式提出交换资料的问题。因

而“无论从政治上或者从学术上考虑加强和日本

学术界的资料交换工作是十分必要的，请对外文

委考虑规定: 凡是国内公开出版的书刊有一定质

量的，对特定的学校和研究机构准许交换并且要

尽快付诸实行”。①

此次访日处于日本国内政治斗争颇为尖锐的

时期，日本官方对中国学术代表团高度戒备，如

临大敌。中国学者行踪所至， “有武装警察乘车

尾随”［1］184 ; 自名古屋大学赴京都，“武装警察前

后随在紧伴而行。 ( 在静冈武装警察汽车开道，

后面再跟一辆车载便衣警察) ”［1］192。很多讲演参

加者均为进步分子， “警戒甚严，反动分子不能

进来”［1］186。

严格来说，此次访日学术交流的色彩尚不够

浓厚，说是文化交流可能更为准确。归国后，刘

大年与日本学界保持密切联系，访日期间多次讲

演的 “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民群众”之文字稿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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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据《刘 大 年 全 集》第 9 卷，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2019 年版，第 206—207 页; 张友渔、江隆基、侯外庐:

《中国学术代表团访日工作总结报告 ( 第二稿) 》 ( 1964
年 1 月 8 日) ，刘潞提供。



《中国近代史中人民大众———人民大众在历史上

的地位和作用》为题发表 于 日 本 杂 志 《大 安》

1964 年 1 月号。在与日本历史教育工作者协会大

阪支部见面时的发言记录刊载于日本 《历史地理

教育》1964 年 2 月号，后经修改以《回答日本历

史学者的问题》为题在 1965 年 3 月 2 日 《人民

日报》上发表。1964 年 2 月，刘大年还收到京都

民科历史支部委员会寄来的 《为了新的历史学》

( 1964 年 1 月出版) 及约稿函，并提出将 “《历

史研究如何为人民服务》一稿”删除第三节以后

“摘要揭载”［3］22。

1979 年 10 月 10 日至 1980 年 1 月 11 日，刘

大年应日本东京大学校长向坊隆之邀请，赴日本

东京大学讲学 3 个月，主讲中国近代史。① 这是

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来首次学者出国讲学，也

是更加纯粹意义的学术交流。刘大年早在 1979 年

1 月 18 日即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并

院党组，表示 “需要继续请假备课。在此期间，

所里经常工作由李新同志主持”［3］38。可见，他

为讲学投入相当时间，作了精心准备。

刘大年于 1980 年 1 月 22 日完成了 5000 余字

的报告，对讲学过程、收获、建议和费用情况作

了详细记述。他在报告中记载:

……我携带有近十万字的讲稿。其中 《论辛

亥革命的性质》六万余字。对方很赞成这个题

目。确定每星期讲一次，讲 6 个星期。我由于要

有时间了解情况，回答问题，十二月廿六日才讲

完最后一课。

听讲的是东大研究生院攻读中国明清史、近

代史的研究生，东大和其他大学有关的教授、副

教授等。每次二十余人至三十人。讲解讨论顺利

进行。与讲课的同时，穿插在其他的大学、研究

所、学术团体举行了十一次讲演会、座谈会。

研究生备课尤其认真紧张。他们把我的讲稿

依次编成提纲，仔细核对其中的材料。接待委员

会的教授田中正俊对我使馆文化参赞讲，东京和

外地约三十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教授，相聚在一

起，以刘先生 “为纲”，进行了交流。相处犹如

同寮，讨论认真，对今后的研究会有深刻影响。

一月九日我举行答谢宴会，接待委员、前校

长加藤一郎等都出席了。向坊隆说，他作为校

长，经常聘请外国教授，送往迎来，没有见到像

这次反映热烈的。

与 1963 年初次访日相比，刘大年此次赴日讲

学“绝大部分时间限于谈论学术问题”，与日本

学者有了更为深入的学术交流。不过，由于中国

近代史与现实有切近联系，海内外各种观点背后

往往隐藏着其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企图，刘大年

讲学尤为注重正面讲述 “我们关于辛亥革命、中

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，通过事实着重驳斥了苏联

齐赫文斯基等人以讲历史为名所进行的反华宣

传。对日本个别研究者的作品也有批评。”此外，

“各次座谈会上几乎都要求讲讲中国近代史研究

的现状这个题目”，他抓住机会讲了关于统一台

湾，批判苏联、越南的侵略扩张、霸权主义等内

容。② 当时在东洋文化研究所担任助手的岸本美

绪回忆: 刘大年 “不仅仅只是一位学者，同时又

是担负着政治性、实践性重大责任活动的成员之

一，从他的人品中感受到的强烈印象，要超过其

学问研究的内容”。③

他在访日报告中还分析总结了日本史学界实

况，将日本学者按思想观点与研究路数大体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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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据王玉璞回忆: “这次讲学是东京大学校长向坊

隆跟乔木提出来，让大年去一年。乔木当场就婉拒了。
接下来人家提半年，乔木说这个事情要跟刘大年本人商

量，看看他的意见怎么样。乔木留有个余地。最后商量

的结果是去 3 个月。去日本的人选是向坊隆提出来的，不

是乔木提的。”“为什么向坊隆提出的人选是大年呢? 从

后来的情况看，是要在东京大学办一个中国近代史的研

究班。中国合适的人选，我认为在日本看来，不外就是

刘大年啊，胡绳啊。而且刘大年 1963 年访日过的，日本

比较熟悉他，了解他。”据“王玉璞访谈记录”，2003 年

11 月 5 日，采访者: 朱薇。
“刘大年 1979 年访日报告”，刘潞提供。
岸本美绪: 《忆刘大年先生讲学》，打印稿，刘

潞提供。



三类: 其一，在近代国际关系上维持战前的军国

主义观点; 其二， “不涉及现在的问题，极力钻

研一些细小的题目，它的意义看来重在打好研究

基础。”其三，“思想活跃，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

与我们比较接近。东京、京都均有一些这样的研

究者。他们年龄在三、四十之间，已发表了一些

有一定水平的著作。老一辈的学者中如井上清的

学术成就还是比较突出的。他所以在日本不为人

所称道、宣扬，一是思想左，受到排挤; 二是近

些年受‘四人帮’的害，讲了一些错话。处境孤

立，但仍有少数忠实信徒”。①

刘大年此行讲学引起日本学界和舆论关注。

《读卖新闻》于 1979 年 12 月 13 日刊登了大半版

题为《中国的历史研究: 以解放思想为立足点，

通过实践探求真理》的座谈纪要。参与此次座谈

的日方学者有中央大学教授市古宙三、国际基督

教大学教授坂野正高和东京大学教授佐伯有一。

刘大年主要着眼于中日史学交流，介绍中国历史

研究状况，尤注重介绍中国近代史领域中对孙中

山、太平天国、五四运动等的评价问题。

此次讲学，对于刘大年本人的学术研究也产

生了影响。他在日本中国研究所、早稻田大学、

法政大学等处讲演、座谈的发言稿经整理，以

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》为题发表于 《近代史

研究》1980 年第 2 期。《横滨东京孙中山遗迹访

问记》 ( 一、二、三) 发表于 《文物》1981 年第

3、4、8 期。他在东京大学的讲稿结集为 《赤门

谈史录———论辛亥革命的性质》，1981 年 7 月由

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1985 年 4 月 9—23 日，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

会长井上靖邀请，刘大年以中国学术代表团副团

长身份赴日访问 ( 梅益任团长) 。先后拜访井上

靖、有泽广巳，与札幌历史学者座谈，参观北海

道图书馆、神户孙文纪念馆、东洋文库等处，与

清水茂、吉川幸次郎在京都大学座谈，访问贝塚

茂树。期间还同宫崎滔天的后代见面，接受其家

藏的一批孙中山书信手迹影印件 ［1］268 － 275。

1987 年 7 月 5 日至 18 日，刘大年任团长的

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应邀赴日本，出席七七事变

50 周年之际举行的以“近代史上的日中关系”为

主题的日中学术讨论会。13 日，早稻田大学邀请

刘大年作学术讲演。此次纯为民间学术活动，但

受到日本官方、尤其是舆论界的相当重视。此前

日本外务省曾向学术振兴会了解中方代表团情

况，文部省也关照学术振兴会研究如何接待。日

本防卫研究所、外交史料馆分别由所长、部长、

副馆长、馆长出面接待。日本舆论媒体也多有报

道。从 7 月 6 日至 8 月 7 日，《朝日新闻》《每日

新闻》 ( 京都) 、《读卖新闻》 《京都新闻》等报

刊八次报道讨论会的消息及评论文章。 《朝日新

闻》、共同社、日本广播协会分别采访了刘大年;

《朝日新闻》社论委员会吉田实参加了全部讨论

会和早稻田大学的讲演会，跟踪采访。7 月 9 日，

《朝日新闻》发表专访报道。7 月 11 日晚，电视

新闻节目播发了刘大年与井上清的谈话。②

1998 年 11 月，刘大年 84 岁高龄任中日历史

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代表团团长，赴日本东京访

问。在会谈中作《评议与选择》的发言，强调中

日双方专家委员会、历史研究评议会在选择历史

研究课题时，要特别注意抓住抗日战争史研究这

一重点，要尊重日本侵略中国这一根本历史事

实，强调“我们应该推进中日关系史的研究，让

它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进入 21 世纪。”③

二、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和学术友谊

刘大年与 不 少 日 本 学 者 交 往 密 切，情 谊 深

笃，由于他在中国史学界的声望，这种情谊也一

定程度促进了 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近代史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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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“刘大年 1979 年访日报告”，刘潞提供。
《关于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访问日本的报告》，

打印稿，刘潞提供; 《刘大年全集》第 9 卷，湖北人民出

版社 2019 年版，第 296 － 298 页。
刘大年: 《评议与选择———在中日历史研究中国

专家委员会与日本评议委员会见面会上的发言》，未刊

稿，刘潞提供。



究所甚至中国史学界与日本史学界的交往与交

流。

首先值得细述的是刘大年与井上清长达 30 余

年的交谊。井上清 ( 1913—2001) 是日本马克思

主义学派———讲座派的元老、中坚。其著作着力

批判日本军国主义，批判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，

被誉为日本有良知的历史学家。他一生 30 余次来

华，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震、邓颖超、郭沫

若等接见，可谓中日史学交流中的标志性人物。

为表彰他的贡献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他名誉博

士学位。1990 年，近代史研究所建所 40 周年，

井上清专程前来祝贺，并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

代史研究所是他的第二个 “家”。井上清病逝后，

其家人遵照他的遗嘱，将 1． 8 万册藏书无偿捐献

近代史研究所，作为他一生中国情结的见证。

井上清 1960 年 9 月首次来华，即缘于刘大年

之邀请。据小野信尔回忆: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

公务员禁止直接来华。井上清时任京都大学教

师，属于公务人员，其来华途径颇为曲折: 1960

年 8 月从东德的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取得签证，然

后借参加莫斯科第 25 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之机，取

道苏联再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第 11 届国际历史

科学委员会会议; 自瑞典再经东德，自柏林乘飞

机经莫斯科于 9 月 23 日到达北京。① 作为非社会

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，井上清此次访华引

起相当大的反响，他先后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

究所、历史研究所、北京大学作报告，中国史学

界的重要人物刘大年、尹达、侯外庐、翦伯赞等

出面主持，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师范

大学历史系教师参加。② 10 月 7 日，郭沫若接见

井上清，刘大年陪同。

1955 年 12 月，郭沫若为首的 “中国科学院

学术访日视察团”赴日访问，团员共 7 人，史学

家就有郭沫若、翦伯赞、尹达 3 人，是为新中国

成立后中日史学交流之滥觞 ［4］173 － 176。从日本方

面来看，不少史家对新中国满怀憧憬，高度关注

中国史学界动态，亟欲密切学术联系。1960 年

初，京都大学致函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，询

问如何订购 《近代史资料》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

研究所 1960 年 2 月致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，

提出: 此前经日本的书店购买 《历史研究》，但

1959 年停售，无法觅读，然“多人继续阅读之念

极切”，请求互换刊物资料。③

1960 年邀请井上清来华，兼顾政治与学术，

旨在“鼓励日本高级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反对美帝

国主义及其代理人，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英

勇斗争; 进一步巩固同日本学术界的密切联系，

加强中日两国学术界的友好往来和学术交流; 向

日本学术界宣传我国建国以来各项建设事业，特

别是历史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的伟大成就”。

井上清在钓鱼岛归属、昭和天皇战争罪责、

反对军国主义等问题上能超越狭隘的民族立场，

秉持史家良心仗义执言，在日本一度受到排斥深

感孤寂。他虽为京都大学教授，却被禁止给学生

讲课，甚至不许随便同学生接触。④ 由于政治立

场、思想观点接近，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

如范文澜、刘大年更为投契。他在 1960 年 11 月

15 日致刘大年信中表示: 此次访华 “对于我今后

的生活将有决定性的影响。我对于马列主义不磨

灭的真理的确信，在此次访问贵国期中有了更进

一步的加强”; “日本的进步学者都非常爱听我关

于贵国学界的谈话，谁都很想到中国来访问”;

“我日本的思想界现在益发加深了昏迷，有不少

的人由马克思主义的阵营投入了修正主义阵营之

中，叛变为唯心主义，或与人民脱离，和知识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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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据“小野信尔回信” ( 2003 年 12 月 1 日) ，刘潞

提供。
据近代史研究所档案: 《接待日本进步历史学家

井上清的计划》，《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在北京大学的报

告 ( 纪录稿) 》 ( 1960 年 9 月 27 日、29 日) 。
据近代史研究所档案: “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致国

际书店函” ( 1960 年 2 月 11 日) ，“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

究所来函” ( 1960 年 2 月 15 日) 。
据近代史研究所档案: 《接待日本进步历史学家

井上清的计划》，《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在北京大学的报

告 ( 纪录稿) 》 ( 1960 年 9 月 27 日、29 日) 。



子一块玩弄其旁观者的批评，以自鸣得意，这种

歪风正在日本蔓延着。在这样的时候，我在贵国

得着和这些反动派以及混乱、动摇作斗争的武

器，鼓舞了我的信念和勇气”［5］118 － 119。

1985 年，他致函刘大年，对刘氏 《论历史研

究的对象》一文高度赞许: “我很赞同先生的观

点，先生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作这样透彻的表述，

确实是我近几年读过的文章中最杰出的一篇。这

对我是很大的激励。最近在日本，过去曾自称为

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也盛行着这样的谬论: 研究

阶级社会的历史应该把民族的特殊性放在第一

位，而反对阶级分析，不要阶级观点。虽然行不

通，但这样轻视阶级分析的观点很流行。先生的

论文，对于我同这些谬论作斗争，犹如得到了百

万援军。”［5］189

刘大 年 把 井 上 清 也 视 为 知 己，非 常 推 重。

1984 年曾赋诗二首相赠。其一: “云雷论学许相

知，一帜堂堂独树之。骨里人窥千尺铁，书中自

理百团丝。回顾讲座推元老，屈指西京数大师。

我待观君再踊跃，光辉顶上几驱驰。”其二: “等

身著作鬓双斑，与世清泉照胆肝。党锢传中范孟

博，儒林史上汉任安。昆仑历后谈高下，沧海量

来认 窄 宽。一 部 马 恩 笑 神 会， 寸 心 寰 宇 共 波

澜。”［3］90 － 911993 年井上清 80 寿辰，刘大年致函

祝贺，且颇有感慨: “回顾三十三年前，我们相

识在北京，虽 历 经 沧 桑，但 神 交 不 改。每 次 聚

首，谈学 论 世，各 罄 所 怀。相 知 愈 深，相 交 愈

笃，历久 弥 坚，窃 有 荣 焉。老 当 益 壮，白 首 初

心，是所望于故人。”［3］222 － 223

刘大年还与田中正俊、安藤彦太郎、狭间直

树、小野 信 尔、野 泽 丰、久 保 田 文 次、近 藤 邦

康、山田辰雄、岸本美绪等诸多日本学者结下了

真挚的学术交谊。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正俊，是刘

大年 1979 年 10 月至 1980 年 1 月在东京大学讲学

的研讨班主持人，也是一位 “以研究中国史为志

业的书生，及素怀中日友好耿耿之志的人”［3］260。

田中在其著作 《战争·科学·人》自序中表示:

“谨以本书献给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英勇战士，

我们的老师刘大年先生; 同时，作为一个日本人

的我，虽尽力通过个人的亲身经历将日本军国主

义的所作所为在本书中予以揭露，但由于认识和

思想上的局限在所难免，尚请刘先生及各位予以

指正。”1989 年 8 月，刘大年为 《战争·科学·

人》中文版作序，题为 《固守真理者》，对田中

高度评价: “书的情节告诉我们，这位历史研究

家、教育家是一个主张自己民族也主张别的民族

同样要自尊自信的人，是一位在为人师表上高自

位置的人，一位敢于顶住强权，固守科学真理的

人。”①

安藤彦太郎 1964 年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，后

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一年。1979 年

赴日讲学，时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的安藤与刘

大年“箱根度岁，椿山庄话别”。刘大年诚挚邀

请其携夫人安藤阳子来中国访学，并表示 “阳子

小姐如果愿意就正在精心撰制的博士论文找专家

交换意见，我当居间介绍，这正是学术交流工作

的一种”。1991 年安藤来北京，提出拜见刘大年，

刘因身体欠安未见，但委托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

所长的张海鹏拜访并长谈。安藤彦太郎携家人

1993 年来华，得到刘大年的热情接待。② 狭间直

树、小野信尔、野泽丰、久保田文次均为井上清

的左派学生。1963 年，刘大年访日期间，由于日

本政治形势紧张，左右两派斗争激烈， “为了防

止特务暗害”③，井上清安排小野信尔等人在刘大

年所住房间门口站岗。1979 年，刘大年赴日讲

学，久保田文次担负向导之责，陪同刘大年进行

42

①

②

③

参见田中正俊: 《战争·科学·人》，黑龙江人

民出版社 1990 年版，“序”第 4 页; 《刘大年全集》第 10
卷，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，第 177—179 页。

据《刘大年全 集》第 10 卷，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2019 年版，第 41—42 页; 《刘大年全集》第 11 卷，湖北

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，第 288 页; 张海鹏谈话记录 稿

( 1991 年 8 月 26 日) 。
据“王玉璞访谈记录”，2003 年 6 月 20 日，采

访者: 朱薇。



史迹调查，并以此为契机 “扩大自己研究领域”，

着手研究日本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史料、史

迹。1981 年，中国举办纪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国

际学术讨论会，久保田文次、野泽丰等日本学者

与会，刘大年对之表现出了“特别的关照”。①

三、推动中日史学交流

中日两国一水之隔，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文

化渊源，史学交流本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1949

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由于一段时期现实政

治阻隔，中日之间学术交流虽未中绝，但无疑受

到诸多限制，规模有限。随着 1972 年中日邦交正

常化，中日学术交流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。1985

年 4 月 15 日，井上清设宴招待中国学术代表团，

刘大年发言强调: 自 20 世纪 60 年代相知相交，

“从民间到官方，经过两代人的努力，历史前进

了”［1］272。他以自身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力，通

过举办学术会议、促进两国学人互相访学，推动

中日之间史学交流日趋活跃。

1979 年 5 月在南京召开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

论会，共邀请 10 位外国学者参会，其中日本就有

小岛晋治、并木赖寿、掘川哲男 3 人 ( 其他各国

均仅 1 人) 。1979 年近代史研究所与海外学术交

流共计 21 项，日本学者就有 8 项，即: 4 月 16

日，刘大年与来访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所狭间直

树、吉川中夫座谈。6 月 12 日，刘大年主持近代

史研究所、历史研究所、经济研究所学者与日本

学者佐伯有一、古岛合雄交流中、日研究中国近

代史、经济史情况。9 月 29 日，黎澍会见日本中

国研究所理事长斋藤秋男。10 月 3 日，黎澍会见

日本学者宫崎治雄。10 月 6 日，近代史研究所宗

志文与日本学者斋藤秋男交流陶行知教育思想。

11 月 7 日，日本京都日中文化交流恳谈会代表团

秘书长小野信尔与近代史研究所学者座谈，并作

《五四运动与救国十人团》学术报告。11 月 8 日，

丁守和、耿云志与小野信尔谈 “五四运动”。11

月 23 日，宗志文与斋藤秋田会见，听其介绍至安

徽考查陶行知情况。② 在改革开放之初近代史研

究所的中外史学交流中，日本无疑居于最重要的

地位。

当时，刘大年着力推动邀请日本史家来华访

学、参加学术会议，如狭间直树、夫马进、小野

和子、阿辻哲次、卫藤沈吉、野泽丰、河田悌一

等赴中国访学、参加学术会议，均经井上清推

荐，由刘大年和近代史研究所提出邀请。1981

年，刘大年主持组织筹备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

国际学术讨论会，规格颇高，影响深远。刘大年

请井上清推荐日本学者。日本最终有小野信尔、

卫藤沈吉、野泽丰、久保田文次、石田米子、山

根幸夫、田中正俊、中村义、狭间直树、坂野正

高、藤井昇三、松本英纪共 12 位学者撰文参会，

超过其他海外各国学者之和 ( 计有美国学者 6

人，法国 2 人，加拿大 1 人，澳大利亚 1 人，朝

鲜 1 人) 。

1981 年 10 月下旬在日本举行 “辛亥革命七

十周年东京国际学术会议”，中国学者胡绳、陈

锡祺、金冲及、章开沅、李宗一赴日本参会。此

会是刘大年 1979 年赴日讲学期间与日中人文社会

科学交流会商定。1981 年 9 月 18 日，日方会议

负责人安藤彦太郎致函刘大年，报告东京国际学

术讨论会筹备情况。③

1984 年 4 月，经刘大年一力促成，井上清应

近代史研究所之邀访华，狭间直树陪同。20 日

晚，中国史学会宴请井上清等人，井上清提出:

中日两国学术界的关系， 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

好。应该巩固和发展这种关系”。他并建议: “日

中两国的学术交流应该向更高一级发展，就两国

学者共同感兴趣的问题，同时进行专题研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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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久保田文次: 《刘大年先生追思》，刘潞提供。
据近代史研究所档案: 《参加太平天国史学术讨

论会外宾名单》，《近代史研究所 1979 年对外学术交流情

况》。
据近代史研究所档案: 《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

年中国近代史访日代表团的报告》。



井上清和狭间直树提出，日本京都交流学术恳谈

会准备联合东京方面的学术团，在 1987 年七七事

变 50 周 年 时 举 行 学 术 讨 论 会，刘 大 年 表 示 赞

成。①

东京 方 面 主 要 是 卫 藤 沈 吉 和 安 藤 彦 太 郎。

1985 年 3 月 21—28 日，刘大年主持筹备的 “孙

中山研究述评”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河北召开，卫

藤沈吉、安藤彦太郎应邀参会。29 日，刘大年与

二人商谈，提议于 1987 年在东京召开七七事变

50 周年国际学术会议。京都方面井上清一直在积

极筹备，并争取东京方面的合作，但东京方面卫

藤沈吉不够积极，进展缓慢。东京以久保田文次

为首的进步历史学家坚决推动，最终于 1987 年 7

月 7—8 日、10—11 日先后在京都和东京召开以

“近代史上的日中关系”为主题的七七事变 50 周

年学术讨论会。刘大年率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 8

人出席。日本方面知名学者如井上清、远山茂

树、今井清一、田中正俊、藤原彰、北山康夫、

木坂顺一郎、古屋哲夫、池田诚、野泽丰、江口

圭一、小野信尔、藤井升三、山田辰雄、松尾尊

兑、山本四郎、石田雄、荒井信一、山崎广明等

参加会议，可谓包罗甚广，盛况空前。参会者中

有一批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从事日本进步运动、

日中友好活动的积极分子，刘大年 1979 年 “东

京大学讲学时的学生 ( 现在都是教授、副教授)

就有 10 人以上”。此次讨论会引人注意的焦点是

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问题。虽然东京会议的组织

者卫藤沈吉提出会议基调为: “不能开成一个谴

责的会，也不能开成一个表白的会。这次讨论会

是为大家提供一个讨论的园地，而不是思想斗争

的地方。”但在东京会议结束时，日本学术界享

有声望的远山茂树 ( 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) 在

总结发言时仍强调: “这次讨论会对以 ‘七七’

事变为开端的日中全面战争的意义更明确了。这

个意义的核心是，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，激

起了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。这场战争以中国争

取民族解放的胜利与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。

对于这一点，讨论会没有任何的暧昧。”会议论

文集《日中战争与中日关系———卢沟桥事件 50

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记录》1988 年 9 月由东京原

书房出版，中文本更名为 《中日学者对谈录———

卢沟桥事变 50 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文集》。

中国学者此次会议大获成功，但也正是此次

会议让刘大年等人看到中日在抗战史研究中存在

不小的差距，深受触动和刺激。在刘大年所作代

表团报告中坦率表示: “看过日本方面的一些论

文以后，感到我们对抗日战争的研究相当薄弱。

对国内正面战场、蒋管区的群众运动、战时经

济、文化、社会思潮，对日本的政治、军事、外

交、经济的研究都显得欠缺。对日本否定侵略战

争性质、歪曲历史真象的种种谬论更缺少专门系

统的研究，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……对抗日战争

的研究，无论从它在我国历史上占据的地位，还

是从发展中日正常关系，警惕军国主义、侵略势

力再起，都是应该长期注意的课题，应该用一种

战略的眼光对待这一问题。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

考虑，如何集中力量，把这项研究工作很快认真

抓起来。”② 此次会议对此后中国学界的抗日战争

史研究之推动与促进不可忽视。

四、结语

时至今日，中日史学界友谊之树根繁叶茂，

中日史学交流已相当兴盛。追本溯源，我们不由

感念刘大年、井上清等前辈史家前驱先路苦心经

营。回答刘大年为何极为重视中日史学交流，对

日本史学界有深厚的情谊，也须回到当时的时代

62

①

②

据近代史研究所档案: 《接待日本著名历史学家

井上清教授简报 ( 二) 》 ( 1984 年 4 月 22 日) 。
《关于 中 国 历 史 学 家 代 表 团 访 问 日 本 的 报 告》

( 1987 年 8 月) ，打印稿，刘潞提供; 刘大年: 《从京都到

东京———记卢沟桥事变 50 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》，载于

《中共党史研究》1988 年第 1 期; 《刘大年全集》第 9 卷，

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，第 296—298 页; 《刘大年全

集》第 10 卷，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，第 153—154
页。



背景和语境才能更好地理解与把握。笔者认为有

三个方面值得强调:

其一，20 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日本的马克思主

义史学颇具影响，刘大年与井上清等日本学者的

知己之感，源于政治立场与治史理念接近，史学

交流是中日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充分发

挥了现实斗争的功能。

其二，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，刘大年对中日

史学交流的高度重视和着力推动，则体现其超出

一般史家的眼光和格局。他深切认识到日本史

学、日本史家对于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之极为重要

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。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，

中国史学界震眩于欧美史学的种种新奇理论方

法，更多学者的眼光转向欧美，而相对忽视日本

史学。但不可否认，日本史学及日本的中国史研

究，有相当深厚的学术积累和独具特色的研究路

向，其学术价值决非欧美史学可以替代。刘大年

着力推动、促进中日史学相互交流、相互砥砺，

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亦步

亦趋追随仿效欧美史学的格局有所改观、有所丰

富。

其三，刘大年作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和抗日

战争史研究的开创者，他深知中日两国在历史上

———尤其在近代史上的深切缠结，史学研究归根

结底又与中日之间的现实政治关系密切关联。中

日之间要化解历史恩怨，为世代和平友好奠定坚

实的基础，离不开两国史家和史学的贡献。他在

晚年大力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，推动中国社会科

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与日本学者合作展开中日

历史研究，可见其以史经世、关怀现实的史家情

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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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u Da － nian and Sino － Japanese Historical Exchanges

ZHAO Qing － yun
Abstract: Liu Danian，a famous Marxist historian，has visited Japan many times for academic visits and lectures，and had pro-

found academic friendship with many Japanese historians．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，the efforts he devoted to promote Sino －

Japanese historical exchanges，have not only promoted the diverse approaches and prosperit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，but also fo-

cused on the practical concern of resolving historical grievances，thereby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ino － Japanese friendship．

His pioneering promotion of Sino － Japanese historical exchanges reflects his extraordinary insight and vision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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